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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tion of Pattern and Modes of Governance for Urban Renewal in 
Guangzhou since the 21st Century

姚之浩   田  莉   YAO Zhihao, TIAN Li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机制的引入推动了我国城市更新的转型。基于管治理论，对2000年以来广州城市更新转型进行实证分

析发现，政府出资主导的福利型更新管治正在逐渐向政府与市场合作的引导型管治转型。管治模式转型加快了城市更新

的实施效率，常态化的城市更新政策兼顾了长期效益和短期效率。政府与市场建立了基于“委托—代理”的契约式合作

关系，以实现城市发展日程。政府单向主导基于社会稳定的土地再开发利益分配方案难以获得参与者的集体认同，使城市

更新陷入“政府不放权，改造无动力”的困境。破除当前管治模式的弊端，还需从政府单向治理走向多元合作治理。

The urban renewal has been undergoing progressive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market mechanism since the reform 

opening. By combining the theory of governance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Guangzhou, this paper finds that urban renewal has 

experienced the transition from government-dominated renewal to cooperative renewal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s. Guangzhou 

municipal government and market builds a principal-agent-based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Although the land benefits distribution 

scheme drafted by government guarantees social stability, it cuts down the profit of land owners and investors and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consensus of all stakeholders. Urban renewal falls into the dilemma of 'government centralizes the management and 

stakeholders lack incentives of redevelopmen'. The approach to break the dilemma lies in adjusting the relationship of stakeholders in 

urban renewal and initiating the reform from government-dominant model to multi cooperation model.

0　引言

1990年代初，随着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完

善，房地产市场的发育，地铁1号线、内环路

等基础设施和公共建设开启了广州的旧城改

造[1]。2000年以来，广州的旧改从老城区向

外围全面展开，零星的改造活动扩展为系统性

的城市更新。政府、业主和市场在城市更新中

的互动关系发生多次转变，城市更新的融资渠

道从政府和业主投资转向依靠市场资本，管治

模式悄然演化。

21世纪以来广州城市更新模式的变迁及管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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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已有研究对我国城市更新政策变

迁和管治模式进行了讨论[2-3]，但是现有研究总

体仍停留在叙说层面，缺乏实证性研究，缺乏对

政府主导下城市更新管治转型特征的深入分

析。广州的城市更新包含国有土地旧厂、旧城镇

与集体土地的旧村、物业等多种业态，具有全面

性与典型性。研究其城市更新转型的历程有助

于为城市更新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本文以广州

为例，借鉴城市管治理论的分析方法，首先，回

顾了2000年以来广州城市更新的政策变迁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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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历程；其次，在政策演化分析基础上，总结了

广州城市更新管治的转型特征，对照实施进展，

分析管治模式转型对更新实践的影响；再次，以

番禺区集体旧厂房用地更新为例，实证分析城市

更新政策变迁和管治转型对集体土地再开发的

影响；最后提出了管治模式优化的框架性建议。

1　广州城市更新的政策变迁与实施历程

广州的城市更新进程与实现城市发展日程

（Developmental agenda）、落实政治要求密切相

关。亚运会城市风貌的改观、广州城市“中调”

战略下的城市空间功能置换，“腾笼换鸟、退二进

三”下的产业转型升级等事件推动了政策变迁。

1.1　危房改造导向的城市更新（2008年

        以前）

1.1.1　城中村整治改造试点

2000年9月，广州市召开“城镇建设管理

工作会议”，在城市规划发展区范围内划定了

138条城中村纳入改造名录，加快了城乡一体化

进程。同年明确先投资50个亿用于改造以三元

里村为代表的7个“城中村”。2002年5月，广州

出台《关于“城中村”改制工作的若干意见》（穗

办[2002]17号），提出城中村改造政府不直接投

资，不进行商品开发，改造资金筹措按照“谁受

益、谁投资”的原则，以村集体和村民个人出资

为主，市、区两级政府给予适当支持①；从2002年

10月开始，广州市在条件成熟的城中村进行城

中村土地、房产转制的试点工作[4]。由于1990年

代末政府与开发商合作融资推进危破房改造改

造，带来了城市传统风貌破坏、烂尾楼、拖欠拆

迁费等问题，2003年之后，广州禁止开发商参

与改造项目[5]。

1.1.2　危旧破房改造

2003年开始，广州在建设“适宜居住、适宜

创业”的现代化大都市目标下，以亚运会“再

造一个新广州”为契机加快推动危旧破房的改

造。采取“政府主导、统筹计划、抽疏人口、拆危

建绿”模式，至亚运会前，政府出资主导了累计

109.07万m²的在册危旧房和严重破损房改造[6]。

2007年启动新社区建设，解决拆迁户和危房改

造家庭的就近安置。政府将危旧破房改造作为

一种公益性质的“德政工程”，避免市场化的房

地产开发模式带来老城区越来越密、房价越改

越高[7]的状况。

1.2　产业置换导向的城市更新（2008—

        2014年）

1.2.1　污染性企业的退二进三

2006年广州确定了城市“中调”战略，提

升老城区的发展质量。2008年3月出台了《关

于推进市区产业“退二进三”工作的意见》（穗

府[2008]8号），对环城高速以内影响环保类企业

和危险化学品类企业分批次向外围郊区空间腾

挪，为老城环境品质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提供

土地承载空间。《广州市区产业“退二进三”企

业工业用地处置办法》规定，纳入改造范围的

“退二”企业用地可申请纳入政府储备用地并

给予补偿；未列入政府储备计划的工业用地在

不改变原址土地的用地性质、权属的前提下，也

可用于除房地产开发以外的第三产业。鼓励长

期利用旧厂房进行临时性功能改造，用于出租

或自营创意产业。国有旧厂房临时性改造大大

降低了创意产业园区的用地成本，提高了市场

主体或业主自行投资改造的积极性，至2014年

共有62个退二企业改造为文化创意产业园[8]。

1.2.2　低端产业用地的腾笼换鸟

广州市积极落实省政府出台的《关于推进

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粤发[2008]4

号），即“腾笼换鸟”政策。广州提出通过淘汰

一部分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转移一部分劳动密

集型产业，为引进高端、高附加值产业腾出空

间，加快构建以服务经济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

系。依托于集体建设用地上的集体旧厂、村级工

业园成为改造的重点。番禺区“腾笼换鸟”实

施细则（2008）规定“对于有合法用地手续

符合区产业发展方向的村集体旧厂房允许提高

容积率或按临时建筑规范调整为商业综合服务

用途；用地手续未完善的村集体旧厂房（商铺）

在1998年前建成可以纳入改造的笼子”。腾笼换

鸟3年政策期内由区财政每年安排3 000万元用

于补贴扶持改造项目，并对符合番禺产业发展

战略的新兴产业，达到一定投资强度和纳税额

的改造企业和镇街给予财政补贴。

1.3　集约用地导向的城市更新（2009年

        至今）

1.3.1　三旧改造试行期

2009年开始广州实施了“三旧改造”政

策，政府让出部分土地出让收益给业主与市场，

给市场和业主较大的主导权，以破除权利主体

对再开发缺乏动力的困境[9]。2009年广州出台

三旧改造的第一个政策文件——《关于加快推

进“三旧”改造工作的意见》（穗府[2009]56号），

国有土地旧厂房允许业主自行改造，通过补交

地价转变土地使用性质，也可由政府组织公开

出让，原企业可分享60%的土地出让金成交价

款；通过完善历史用地手续和简化土地确权，扫

除后续改造的产权障碍；“协议出让、自行改造”

保留了农民集体土地的开发权，赋予集体土地

转变用途和强度的发展权。意识到单方面依靠

政府出资在财务上的不切实际②，2006年猎德

村改造就重新放开开发商投资旧改，确立了市

场运作的实施机制。旧村改造的主体从政府转

向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造模式分为政府主导、

村集体主导、开发商主导和半市场化模式[10]，

各村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经营能力灵活决定

改造模式③。市场主体和业主积极响应三旧政

策，2009—2012年间三旧改造面积达到19.48 

km²[11]，相当于近4个珠江新城面积；25个旧村

改造项目在3年内获得改造批复，大大快于三旧

改造前政府主导的改造。

1.3.2　三旧改造调整期

3年政策推动了业主的收益，降低了改造难

度。业主获利较大的国有土地旧厂项目快速申

报，至2012年底，约有220多宗国有用地的私营

旧厂改造获得批复。旧厂房改造，业主与市场以

获取土地租金最大化为取向，社会公共设施和

空间的供给有限，但大规模的经营性用房开发

加剧广州办公和商业用房库存过剩的局面④。广

①具体资金过程为：村集体经济或改制后的股份制经济实体拿出一部分自有资金，村民共同集资和银行优惠贷款，所在区政府筹集部分资金，市政府提供优惠政策，

并承担部分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设施。

②一个城中村的改造成本少则十几亿元，多则上百亿元，2001年广州城市发展规划区划定的138条城中村，如果全部采取推平重建，改造成本将达两千亿元[24]。

③如猎德、琶洲、杨箕3个村通过土地有形市场公开出让引入开发企业，黄埔古村由政府补贴3亿元资金实施保护性改造，其他村都采用村集体自主改造模式。

④例如番禺2011—2013年间批复的22个国有土地旧厂项目全部改造后市值较高的房地经营项目，改造后经营性用地占比达到83.82%，仅有4个改造项目提供了公共

服务设施建筑面积。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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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希望利用三旧用地发展现代服务业、高新技

术产业，而非将土地快速变为房地产开发项目，

大规模的旧厂零星改造不利于新兴产业用地储

备。2012年后，三旧改造进行方向性调整，广州

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三旧”改造工作的补

充意见》（穗府[2012]20号），确立了政府主导、市

场运作、成片更新，规划先行的原则。收缩了旧

村自行改造的通道，提高旧村改造集体成员的

同意率（80%—90%）；调整了国有土地旧厂改

造的收益分配比例；加强了重点功能区块土地

优先储备和整体开发，三旧改造的重点转向了

市属国企及周边地区的成片改造。考虑到集体

旧厂单独改造短期内将对国有土地一级市场和

经营性物业市场形成冲击，集体物业、集体旧厂

必须与旧村居同步捆绑改造。2013—2015年，

“三旧”政策处于优化调整阶段，暂停了完善历

史用地手续报批工作，停止审批三旧改造项目。

除纳入退二名单的市属国资旧厂仍由市土地开

发中心实施收储外，三旧改造处于停滞状态。

1.3.3　常态化城市更新

随着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对资源要素的竞争

日趋激烈，广州升级城市发展战略提出建设枢

纽型网络城市。然而，广州的低效用地约占全市

建设用地总面积的30%，大规模的低效建设用

地给产业转型提升和城乡环境品质带来挑战，

直接影响了广州城市竞争力与投资环境吸引

力[12]。三旧改造打开了旧村、旧城、旧厂全面改

造的局面，城市更新已进入常态化运行阶段。

成片更新需要综合性的政策工具，而当前不同

改造类型的政策缺乏整合。在此背景下，广州市

2015年成立了城市更新局，城市更新作为城市

空间治理和产业提升的综合性政策工具，强调

对产业和经济转型的作用。2016年，广州颁布

了《城市更新办法》及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

更新3个配套文件，整合三旧改造、棚户区改造、

危破旧房改造、土地整备等政策，建立了包含更

新规划、改造策划、用地处理、资金筹措、利益调

节、监督管理在内的全流程政策框架。2017年，

广州市对接国土资源部和广东省对土地集约

利用的新要求，又出台《关于提升城市更新水

平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实施意见》，主要聚焦通

过政策放开加快业主自行改造，促进产业转型

升级，通过成片连片改造，加强土地储备，推进

产城融合。城市更新目标转向推进差异化、网络

化、系统化的城市修补和有机更新，促进城市空

间优化、人居环境改善、历史文化传承、社会经

济发展的系统提升。

新政策兼顾了城市更新的长期效益和实

施效率，《城市更新办法》将拆除重建为主的全

面改造项目和功能活化为主的微改造⑤项目予

以分类（图1），全面改造涉及土地产权重构，投

融资和交易成本高，周期长；而微改造项目不涉

及业权人的变更，实施难度低。两者分类管理，

兼顾了城市更新维育活化建成环境的基本职责

（Urban revitalization）和协调土地再开发的拓

展职责（Urban redevelopment）[13]。

新政策灵活处理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

旧村庄整体改造还是单独改造的问题。2016

年之前，集体旧厂必须与住宅物业“捆绑”改

造以摊低旧村的现状容积率，避免剩下旧村重

蹈老城区城中村林立的覆辙[10]。旧村不改造，大

面积的集体经营性物业、旧厂也难以改造。新政

策放宽了集体土地物业、旧厂先行改造的条件。

150亩以上成片连片集体旧厂房、村级工业园，

村社同意由区政府统一招商、用于产业发展的，

或是用地面积低于150亩、不纳入旧村全面改造

和微改造的集体旧厂房、村级工业园，在完善历

史用地手续的情况下通过抵扣留用地指标、向

政府无偿移交一定比例的经营性物业面积条件

下，可先行改造（图2）。

2　政策变迁下的城市更新管治转型

2.1　更新管治转型及其实施效率

政治学家皮埃尔（Pierre，1999）根据

参与者、方针、手段和结果等要素，将城市管治

模式分为管理模式（Managerial）、福利模式

（Welfare）、社团模式（Corporatist）和支持增

长模式（Progrowth）4个类型[14]。广州城市更

图1　广州城市更新的实施方式分类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2　村级工业园先行改造的利益分配方式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⑤微改造是指在维持现状建设格局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建筑局部拆建、建筑物功能置换、保留修缮，以及整治改善、保护、活化，完善基础设施等办法实施的更新

方式，主要适用于建成区中对城市整体格局影响不大，但现状用地功能与周边发展存在矛盾、用地效率低、人居环境差的地块（广州市城市更新办法，2016年1月1日

施行）。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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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管治转型也经历了上述不同的管治模式（表

1），主要不同点是，为避免城市更新被房地产开

发绑架，三旧改造以后并未转向市场力主导的

支持增长管治，而是采取了引导型的治理模式。

2008年以前公益性的旧居环境整治、危房改造

和作为公共事务的城市功能转移，必须依靠政

府出资，采取福利型的治理模式，改造进程与财

政投入和实施计划密切相关。2002年试点的7

个城中村改造，证明村集体、村民、政府三方筹

资的融资模式难以实现经济平衡，最后仍然回

到了地块出让融资的渠道⑥。三旧改造初期政策

上重点关注对业主和市场投资的激励，采取了

社团型管治，改造效率较快，忽视了对改造效果

的管治，大部分土地增值收益流向了旧厂业主。

之后调整三旧政策，重新回到管理型管治，政府

停止审批改造项目，控制改造进程。2015年后

城市更新从“一刀切”的管理型手段转变为“引

导性”的管治模式。意识到政府缺位或弱化责

任带来公共利益流失、环境容量突破、倒逼规划

等问题，新政策强调政府对改造项目的选择及

对改造各环节利益的调节，为自行改造提供了

宽松的政策环境，鼓励社会资金进入旧改，微改

造的引入大大提升了改造效率。从2000年以来

城市更新项目的批复情况来看（表2），管治模

式转型对实施产生了显著的作用，对市场参与

和业主自行改造的管治约束，地方财政的扶持

程度，直接影响更新实施效率。

2.2　政府主导下的管治困境

广州城市更新始终坚持政府主导的原则。

政府主导城市更新反映在政府对政策实施灵活

的调整空间、对改造项目的自由裁量权和对改

造项目各环节的全面参与。例如，城中村改造的

“一村一策”原则，使政府可以主导改造的土地

增值利益调节[15]。 与深圳城市更新“政府引导、

市场运作”不同，广州的“市场运作”是在“政

府主导”下运作。地方政府与市场建立了“委

托—代理”型的契约式合作关系，将市场力融

入到城市发展日程中以解决旧改的融资问题。

城市更新项目并不能“直接由市场来搞”⑦，必

须在政府确定的利益分配框架下参与旧改。开

发商并不允许前期介入 “旧村”全面改造；旧村

庄改造引入合作企业的，公开选择能够在更少

的融资面积数量下提供相同的改造资金的开发

企业；由于城市更新中很多隐形的交易成本未

考虑，现行政策利益分配方案下，业主与投资

方的经济利益无形中受到政府调节压低。旧村

改造融资楼面地价参照半年内的土地公开出

让价格和周边区域新建商品房交易价格确定，

融资楼面地价随着改造项目的推进不断上涨，

开发商实施旧改收益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投

资的信心。

此外，政府单向主导的利益分配方案难以

获得参与者的集体认同。政府希望通过村级工

业园改造同步解决留用地欠账历史遗留问题，

以及完善周边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

村级工业园改造需占用部分土地和权益建筑面

积进行公益性项目建设无偿移交政府，有留用

地指标的还需抵扣⑧。零星小规模的村级工业园

在满足政府移交面积后更为细碎，村集体对抵

扣留用地持抵触心态。政府制定的基于社会公

平稳定导向的改造利益分配方案，村社是否认

同存在很大疑问。番禺南大干线沿线成片改造

的11个村，经过2年多的改造方案利益协商，只

有3个村同意按照当前的政策进行集体旧厂升

级改造。城市更新陷入“政府不放权，改造无动

力”的怪圈。

3　城市更新管治转型对番禺区集体旧厂

      改造的影响

番禺区位于广州中心城区南部，2000年

撤县设区后划入广州都会区。自1980年代末村

更新管治
模式 福利型 社团型 管理型 引导型

特征
打造“好政府”，依
靠政府投资推动改
造，具有计划性

鼓励社会主体、业主
参与投资改造，不关
心能否带来税收和公
共利益

通过行政手段
自上而下管
理，控制实施
进程

政府介入城市更新，
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
系，依靠政策引导改
造方向

政府角色 主导 弱化 主导 强化主导
市场主体
的介入 被拒绝进入 资金进入 — 鼓励资金进入

业主意愿 被动 积极性较高 被动 积极性较高

阶段 政府的危房改造和
产业置换阶段

三旧改造政策
试行阶段

三旧改造政策调
整阶段 常态化更新阶段

时间 2000—2008 2009—2012 2012—2015 2016—2017

实施效率 计划性 快速推进 停滞
政府出资项目较快，
业主与市场出资项目

较慢

旧村 7条城中村，109万
m2危旧破房改造 27 — 8

国有土地
旧厂 — 222 30多宗市属国资

旧厂 14

旧城 — 1 0 3
污染性企业
退二进三 123 100 87 —

村级工业园 6
旧社区微改造 117
特色小镇、产业升级、历史保护项目 15
片区策划 28

表1  广州城市更新管治模式的转型比较

表2  2000—2017年广州市城市更新正式批复的改造项目数量        （单位：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资料来源：广州市2016年、2017年城市更新项目和资金计划. 广州市城市更新局官方网站、广州市三旧改造办公室，2014。

⑥以三元里村改造为例，改造资金总需求31.91亿元，其中26.23亿元需通过地块融资筹集；3.58亿元缺口由政府予以统筹补足；2.1亿元为村民自筹资金。

⑦2012年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会上，时任常务副市长陈如桂再次强调了旧城区改造必须由政府主导，必须由政府统筹实施，不得由开发商直接来搞。

⑧大多数村级工业园改造村集体希望保留集体用地性质，村级工业园保留集体用地性质的，应当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用作产业发展，不得进行房地产开发，并

将不低于该项目总用地面积15%的用地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或其他公益性项目建设，建成后无偿移交政府。用地面积不足15%的，将不足部分用地按市

政府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容积率（整宗用地平均毛容积率）计算建筑面积，按整宗用地国有土地上房屋市场评估均价折算货币，上缴财政。若村社有留用地指标

的，应以经营性用地面积30%为上限按1:1优先抵扣（来源：关于提升城市更新水平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实施意见，2017）。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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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工业发展以来，至2014年集体旧厂、村级工业

园的规模已达24 km²，占番禺区城乡总建设用

地的11%，农民人均物业建筑面积达50 m²。政

府希望通过盘活低效集体旧厂用地以容纳新的

产业功能，缓解用地资源紧缺的矛盾。广州城市

更新管治模式转型对番禺集体旧厂改造效率产

生了显著影响。

3.1　管治转型下的集体旧厂改造

番禺的集体旧厂改造始于2008年的“腾

笼换鸟”，符合番禺产业发展战略的新兴产业，

村集体无需补交地价就可以转变集体建设用地

用途并确权，由租地企业临时性改造集体物业。

政府出资介入腾笼换鸟立足于推动土地使用效

益提升，并未涉及集体土地产权的变更，属于非

正式更新。至2010年底已有49个“腾笼换鸟”

项目获得批复[16]。集体旧厂非正式、临时性改造

作为提高土地开发效益的权宜策略，并没有带

来土地最佳使用和社会利益的获得，反而成为

掌握土地使用权的企业主追逐土地租金的寻租

工具，部分不符合腾笼换鸟改造条件的村集体

旧厂为了提高租金收益，以发展“创意产业园”

为由，以“腾笼换鸟”的名义进行违建改造[17]。

2009年，三旧改造政策为集体旧厂房改

造提供了正式化更新的途径。集体旧厂可以通

过自行改造、出让入市、流转改造等途径实现

正式更新。番禺集体旧厂的现状平均毛容积率

约0.77，拆建比小，改造难度低，村集体有强烈

的动机获取改造带来的土地租金增值。但是由

于政策上要求集体旧厂与旧村居捆绑改造，至

2012年集体旧厂改造项目都未能申报成功。

在产业转型和土地资源紧缺下，盘活低效

集体旧厂用地的需求仍在膨胀。2013年番禺

区出台鼓励村级工业园转型升级实施办法，对

具有合法用地手续、连片占地面积50亩以上的

村级连片工业园可单独进行工业升级改造的项

目，政府给予投资方补贴，并支持村集体申请将

规划容积率调高。番禺区2014年制定了《村级

工业园升级改造研究》，划定了92个50亩以上

的村级工业园纳入改造范围。由于市级更新政

策还未调整确定，这项政策难以实施。2015年

村级工业园先行改造的政策放开后，番禺积极

向市城市更新局上报先行改造项目，选取南浦

村、草河村、谢村村、左边村、蔡一村以及洛溪村

作为首批6个试点村。大多数试点村都有产业特

色，符合政府产业转型的要求，如南浦村级工业

园升级为红木文化产业园、草河村级工业园发

展健康养生产业。

3.2　集体旧厂改造的管治困境

虽然村级工业园先行改造在政策上已经放

开，但改造进程依旧较慢。至2016年底仅有洛溪

村、南浦村等4个村的改造方案通过村民代表表

决，进入实施程序。当前引导性的更新管治模式

仍面临以下问题：

3.2.1　改造资金如何筹集？

改造资金筹集是制约集体旧厂改造的首

要问题。根据2013年番禺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

组的统计，番禺村集体的资金存量达52.3亿元，

平均每村约2 955万元。根据番禺区正在策划进

行的几个村级工业园改造项目，集体物业建筑

的拆运、复建费用总和都在上亿元，这笔资金对

于目前番禺村集体经济留存来说难以承受。村

集体大多不愿意流转出让集体土地进行改造，

承租方无法拿到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实现抵押融

资，也没有独立报建资格，开发商投资集体土地

的意愿不高。

3.2.2　改造功能如何管治？

2015年底，番禺的商品房建筑面积库存达

447万m²，占广州全市的19.88%，去库存、调结

构是房地产发展的重要议题。番禺鼓励村级工

业园“工改工”，避免经营性物业过剩加剧。但

工改工项目土地租金回报远不及商服类产业提

升项目，调整容积率的空间不大，且工业提升类

项目的投资回报周期比工改商更长；工改工还

面临产业和员工在停产改造空档期流失的可

能。政策激励并没有带动“工改工”项目的出

现，试点的6个村级工业园都是“工改商”项目。

当前的引导性管治似乎并不能约束改造项目的

功能业态和经营模式。

4　结论与建议

城市更新融资方式变化和政府—市场关

系变化推动了城市更新治理从“管理”的行政

手段转变为“管治”的协商手段[18]。管治转型

和政策变迁伴随着更新目标的改变，从城市功

能空间腾挪与危房改造走向人居环境改善、产

业转型升级和历史文化保护的三大更新目标。

“全面改造”和“微改造”，“先行改造”与“整

村改造”，“零星改造”与“成片改造”相结合，

有助于协调城市更新的实施效率和长远效益的

关系，改变三旧改造初期的目标失衡[11]。缺乏土

地利益调控的临时性非正式更新会带来土地使

用者的寻租[19]，政府对集体土地再开发的干预

有助于推动改造进程。政府主导的城市更新由

于缺乏利益分配的协商，导致政府单向主导的

基于社会稳定的土地再开发利益分配方案难以

获得参与者的集体认同，政府自由裁量权下的

政策的不确定性也难以给投资方带来投资的信

心。城市更新陷入“政府不放权，改造无动力”

的困境。

无论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都存在公

共利益和私人利益难以平衡，业主“搭便车”

坐享其成，财务上不可持续等问题。破除单向管

治的弊端，还需改变目前政府—市场之间权宜

性的契约式合作关系，从政府单向治理走向多

元合作治理，将地方政府、开发商、集体经济组

织等不同利益主体放置在旧改空间规划的平

台，构建基于现有土地产权关系和利益再分配

的协商机制，将利益博弈的交易成本通过公—

私—社区三向合作机制予以化解。对于集体土

地更新，政府统筹改造需要更多的政策、制度

支持和财政保障，促进“社会资本”的正向积

累，完善社会资本参与“集体土地上的城市更

新”的机制，通过重建信任取得集体土地的统

筹开发权[20-22]。鼓励业主自治更新还需进一步

完善集体土地的权能，使改造主体具有融资能

力。广州启动成立的城市更新基金运作可借鉴

英国“综合更新预算”、“社区新政”，由改造利

益相关方组成合作伙伴组织采取竞标的方式，

有指向性地推动长期衰败地区的更新，实现城

市更新的社会公平[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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